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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何記者持續遭殺害？
* 

探索菲律賓記者遭殺害的問題及 
社會構成（1986-2019） 

 
張春炎** 

摘要 

記者勞動條件及生命安全，向來是重要的研究主題。在臺灣周遭

的民主國家之中，菲律賓記者遭謀殺的案件數量居高不下。作為初探

研究，本研究嘗試探索：為何菲律賓記者遭殺害的事件會持續不斷？

本研究發現，菲律賓在 1986-2019 年間，共有 165 位記者因公遭殺

害，其中地方記者佔多數（95.2%）。過去研究指出，記者持續因公

遭殺害的現象，與該國存在「有罪不罰」有關。本文進一步指出，菲

律賓具有「弱中央民主-強地方威權」的獨特社會結構，使得地方權

力者更輕易以殺害記者來迴避新聞問責、延續其家族王朝，如此也強

化了菲律賓社會的民主發展困境。 

關鍵詞： 民主與新聞自由、有罪不罰、記者遭殺害、菲律賓、家族王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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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研究緣起與目的 

11 月 2 日是每年的「國際日：終結對記者犯行的有罪不罰

（International Day to End Impunity for Crimes Against Journalists）」。

2019 年的這一天，聯合國秘書長 Antonio Guterres 公開警告，全球發

生針對媒體工作者的暴力攻擊規模和數量持續增加，呼籲各國應該努

力捍衛記者安全。聯合國的呼籲正是建立在血跡斑斑的統計數據之

上，自 1990 年代以來，全世界有上千名記者被殺害。值得關注的

是，許多記者遭到殺害，不只是發生在戰爭衝突區，更多是發生在國

家處於承平的狀態（RFI, 2019, November 2）。 

根據國際記者協會（International Federation of Journalists, IFJ）自

1992 年開始進行的歷年統計可以發現，在大部分的案例之中，殺手普

遍都未能被指認出來。另外值得注意的是，這些被殺害的記者，不是

出現在壓抑新聞自由的環境（如極權獨裁政體），更多是在一些處於

承平狀態（peace time）的民主國家（Asal, Krain, Murdie, & Kenndy, 

2016; Díaz Nosty & de Frutos, 2017）。 

新聞工作者在民主社會一直扮演著至關重要的角色。理想上，記

者追求新聞專業、實踐新聞工作，得以滿足社會上各類公民的知情權

（right to know），也讓公民能夠在獲得足夠資訊的前提下，參與民

主社會的運作。新聞業因而常被視為是民主社會的一種政治制度，是

監督行政、立法、司法之外的第四權。新聞記者則是透過新聞專業實

踐而受到公眾信任，成為執行第四權的專業工作者。因而，當一個國

家不斷地出現以暴力脅迫的方式，阻撓記者實踐新聞工作，這無疑是

彰顯民主制度內部的矛盾。尤其是暴力殺害記者的現象日益頻繁出現

在民主國家，更受到國際組織及聯合國的關注、呼籲各國應該阻止這

樣的現象繼續發生。因為，殺害記者不僅是涉及到記者個人工作權和

生存權遭受侵害，更具有其社會面向的意涵：就是扼殺公眾獲取事實

或思想的權利（McGonagle, 2013）。如此也突顯出，記者被謀殺之議

題的研究，不僅涉及職業者的勞動權、生命安全，亦關係到記者的專

業實踐與民主發展的關係（Cottle, Sambrook, & Mosdell, 2016）。值

得提出疑問的是，為何在一些民主國家中，記者不僅是「用生命在做

新聞」，甚至是「為了做新聞而付出生命」？為何在具新聞自由保障

的民主國家，會持續出現記者遭殺害的現象？又，為何特定國家的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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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被殺害紀錄，總是居高不下？  

在前述脈絡下，本文選擇以臺灣最鄰近的民主國家——菲律賓作

為個案進行探索。主要理由有三： 

首先，臺灣與菲律賓同為亞洲早期民主發展的國家，又同樣經歷

政治強人的戒嚴和威權統治。作為兩個鄰近且同為民主制度的國家，

菲律賓社會發展一直受到臺灣關注。臺灣社會普遍流傳一種說法，

「早晚變成菲律賓」，反映了臺灣社會存在著恐懼菲律賓化的傾向。

然而，菲律賓是否真如臺灣社會想像的這麼不堪？造成其問題的核心

又什麼？實有賴更多研究投入，以避免陷入文化偏見的視野（陳光

興，1994）； 

其次，反映在本研究議題上，菲律賓曾經是 IFJ 認定，對於記者

最為致命、危險的國家之一。根據統計，其有罪不罰的排名，在 2015

年之前僅次於處於戰爭衝突狀態的伊拉克。若以和平狀態的民主國家

來看，菲律賓對於記者而言無疑是具致命危機的惡劣環境。IFJ 在

2018 年的統計調查中，將其列在：在東南亞各國，處於和平狀態，對

於記者最具致命威脅的國家（ the deadliest peacetime country for 

journalists in Southeast Asia）。進一步，2018 年 12 月，IFJ 首次針對

東南亞國家記者進行有罪不罰的大規模調查報告，透過收集將近一千

份的記者意見調查進行分析，在東南亞受到調查的幾個國家中，IFJ

發現菲律賓記者遭殺害而兇手卻遲未受到制裁的情況，被認為是最嚴

重的（Bagayas, 2018）。而有罪不罰文化的存在，正是聯合國教科文

組織及 IFJ 等國際團體呼籲應該關注的重要研究議題（International 

Federation of Journalists, 2018）。 

第三，菲律賓曾被譽為亞洲的民主櫥窗（顧長永，2013，頁

151 ） ， 而 自 由 的 媒 體 正 是 菲 律 賓 展 現 民 主 成 就 的 標 誌 （ Tan, 

2012）。新聞記者的專業實踐與其社會民主發展的相互關係為何，更

構成菲律賓成為一個值得研究討論的個案。特別是 1986 年菲律賓爆

發人民力量革命（People Power Revolution，又稱 EDSA Revolution），

終結了馬可仕（Ferdinand Marcos）長年的獨裁政體（1972-1986），

使菲律賓在亞洲的民主發展歷史上建立了一個稱傲區域的里程碑。隨

後由柯拉容‧艾奎諾（María Corazón Sumulong Cojuangco Aquino）擔

任總統，更開啟了菲律賓民主的新頁。1987 年通過的新憲法，不僅高

度保障政黨自由競爭，保障言論自由與新聞自由，亦使菲律賓成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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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興民主國家的成功範例之一（翁俊桔、呂炳寬，2018，頁

218）」。值得反思的是，1986 年之後進入新一波民主化的菲律賓，

卻不斷發生記者因工作遭到謀殺的案件。「更民主但代表第四權的記

者死亡數字持續增加」的問題及矛盾，凸顯菲律賓社會是一個值得研

究的特殊個案。本文認為此一個案研究對於華語圈的傳播學亦具有可

能的啟示，亦即有助於作為一個研究參照，以此比較、反思國家民主

制度運作與新聞專業發展之間具有如何的相互影響關係。特別是臺灣

與菲律賓在民主發展過程都同樣出現地方強人政治生態及暴力對待記

者的問題（王振寰，1996；王業立，1998；陳順孝，2000 年 6 月），

然而在臺灣卻甚少出現暴力殺害記者的現象。兩國在此議題上，何以

會產生迥然的差異，原因為何？值得探究。 

在上述討論脈絡下，本文企圖探索的研究問題是：受憲法高度保

障新聞自由的社會條件下，為何菲律賓記者遭殺害的事件會持續不

斷？本文將首先疏理記者安全與新聞專業、民主體制與記者遭殺害等

等相關文獻，以建立知識圖像及分析討論之解釋框架；其次以菲律賓

為個案進行分析與討論，包括：分析 1986-2019 年菲律賓的民主表

現、記者遭殺害與有罪不罰等相關統計資料，並透過菲律賓社會脈絡

下的經驗研究，分析討論菲律賓記者遭謀殺的社會構成；最後，本文

在結語之中，將藉由本研究個案進行相關議題的反思，並提出因應建

議。 

 

貳、研究回顧：記者安全、新聞專業與民主發展的

關係 

一、記者安全與新聞專業 

有關記者人身安全受到威脅，早期研究首先是關注到新聞前線的

工作特性，也就是新聞從業人員常必須到暴力衝突出現的新聞現場，

例如：大規模示威和抗議活動現場等（Tait, 2007; Taback & Coupland, 

2006），抑或在各類天災人禍會出現的新聞前線，都將造成記者面臨

身心受害的風險，及造成新聞專業實踐的影響（許瓊文，2009；張春

炎、劉昌德，2017；Usher, 2009）。 

死亡是記者因為工作而付出的最嚴重代價，近二十年來在國際組

織的長期調查報告中，揭示記者遭到殺害的數字日趨攀升。Ta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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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根據過去國際組織的調查統計，歸納出記者的死亡，可區分

為兩種不同的風險類別，首先是在戰爭衝突區進行報導的前線記者，

這些記者包括地方記者及外國前往當地採訪的記者；第二類則是死亡

人數最多的類型，也就是在和平時期，在自己國家中進行採訪的記

者，這些殺害記者的國家通常屬於發展中國家，記者因為報導政治或

商業的貪腐、毒品交易、恐怖主義和其他犯罪事件而遭到謀殺。 

Jamil（2018）分析統計數據則發現，大部分的案例呈現的幾項特

性：首先是殺手普遍都未能被指認或拘捕到案；其次是，國際社會對

於非已開發國家的記者，並未付出應有的關注。意即，每當西方記者

被殺害或者綁架，往往會受到國際媒體的關注；相對的，若記者是在

戰爭衝突區或者民主程度不足的國家被暴力對待，就未能成為國際焦

點，這些國家包括巴西、墨西哥、索馬利亞、菲律賓、印度、巴基斯

坦、斯里蘭卡、孟加拉、敘利亞、伊拉克、阿富汗和俄羅斯。 

在國際組織長期透過統計調查的基礎上，陸續有學者進一步探索

暴力傷害記者與其新聞專業自主表現之間的關係。Taback & Coupland

（2006）對媒體從業者的安全性進行了調查，研究指出武裝暴力對記

者及其他弱勢群體造成的壓迫。有學者則將研究焦點放在，探討新聞

工作者如何面對生命財產遭威脅的暴力情境。如 Kodellas, Fisher, & 

Wilcox（2014）調查 635 名媒體工作者，研究記者在工作場所的受害

情況，以及媒體從業人員對犯罪的恐懼程度。研究結果發現，人身傷

害在新聞工作場所中很普遍，使得記者在工作中具高程度的恐懼感。

Relly & González de Bustamante（2014）針對墨西哥北部五個州的地

方記者進行 39 次深度訪談，研究發現記者對於工作場所的不確定

性，包括記者認為組織犯罪集團、政府工作人員和政治人物之間的界

線模糊，加重了記者的不安全感。同樣的，一旦發生暴力行為，幾乎

難以找到犯罪嫌疑人。因此，在所有犯行幾乎不會受法律制裁的情況

下，也加劇了記者對於自身工作安全的擔憂。而這些對於暴力攻擊的

擔憂，也將造成新聞工作者的自我審查，使其避免從事具有危險性的

議題報導，形成所謂的寒蟬效應（chilling effect, Mosdell, 2016, pp. 46-

52）。 

相對於因對暴力的恐懼並形成自我審查的研究論點，Lohner & 

Banja（2017）研究則是指出，埃及記者面對安全受到威脅，包括了

工作環境沒有提供足夠的安全培訓措施，也沒有提供適當的安全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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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且在記者目睹暴力後遭受創傷的心理安全問題亦未受重視。然而

這篇研究也發現，安全威脅雖然影響了新聞工作實踐，但為了做好新

聞，有些記者懂得面對安全問題時，對消息來源進行保護措施。有些

埃及記者則是將自己置於盡可能的危險中，目的是獲取好故事。這樣

的研究凸顯了：面對生命威脅，記者並非單向的選擇屈服或沉默。在

實際的情境脈絡下，記者會以不同的方式進行新聞專業實踐，而這取

決於記者面對危險當下的自我角色認定、工作實踐選擇和面對危險的

態度。 
綜合而論，有關記者安全或遭暴力殺害的議題研究，研究者一方

面檢視各國記者遭受暴力的情況，以此掌握各國新聞發展或惡化的問

題。另一方面，則是透過具體的經驗研究，進一步探索在不同國家脈

絡下記者遭殺害對於新聞專業的影響。相關議題討論的核心，主要立

基於記者作為實踐新聞專業的一環，與社會之人權保障、乃至該國家

社會的民主發展，具有緊密的關係。而面對謀殺這樣的生命危險，記

者的專業並非單一地受到負面影響，少數研究也發現記者發展因應危

險維繫專業的另一套策略與方法，凸顯記者安全威脅與新聞專業之間

存在著更複雜的關係。 

上述的經驗研究，探討主題大抵呈現殺害記者如何影響新聞專業

自主。值得追問的是，假若新聞專業自主是民主運作的構成要件，則

在和平時期的民主社會，為何出現對於違反制度的矛盾現象？以下進

一步探討。 

 
二、民主體制與記者遭殺害問題 

新聞自由被廣泛認為是民主制度的重要組成部分，新聞自由可以

確保公平的政治競爭，確保民眾了解各級政府的決策和行為。換言

之，新聞自由被視為是實現以民為主的重要機制，在此機制下人民可

以透過新聞對政府問責，相應的，記者的專業自主與安全保障則是實

踐新聞自由的重要表現（Whitten-Woodring, 2009）。因此，從民主制

度論及暴力殺害記者的議題，過去不少研究論述傾向於假定，在民主

的國家做新聞，記者將更加安全。此外，殺害記者的情境因素，比較

可能發生在戰爭衝突、政治暴力、人權遭到剝削以及缺乏有效治理能

力 的 國 家 （ Foerstel, 2006; Lisosky & Henrichsen, 2009; Riddick, 

Thomson, Wilson, & Purdie, 2008; Waisbord, 2002, 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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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根據國際新聞安全協會（INSI）的統計可以發現，在 2008

年至 2015 年這段時間有 60% 的記者和媒體工作者是在和平時期被殺

害的，而不是在戰爭地區或內部出現衝突中喪生的（Brambila, 

2017）。Mosdell（2016, p. 45）根據 INSI 的 1996 年至 2014 年的統計

資料，同樣指出，在和平狀態的國家內記者遭謀殺死亡的數量為 1394

人，而死於衝突戰爭區的記者為 740 人，前者數量是後者的近兩倍。 

值得關注的是，針對和平狀態國家內的記者遭殺害，更有研究發

現，相對於威權國家，民主國家的記者出現較高的死亡比例，一些研

究者嘗試提出相應解釋。有研究者認為，相較於威權國家，在具有新

聞自由的民主國家，記者遭殺害現象更常出現，是因為在這些國家

中，政府任職人員會採用暴力手段包括逮捕和施加暴力，來阻止媒體

從業人員傳播對政府聲譽有負面影響的新聞（Tumber & Webster, 

2006）。且在這些記者容易遭殺害的國家情境，往往將謀殺視為是

「使惱人的報導沉默，最容易、便宜和有效的手段（Tait, 2007, p. 

436）」。 

VonDoepp & Young（2013）以 23 個國家近 15 年的統計數據，

分析非洲的新聞工作者遭襲擊和騷擾之狀況。研究發現，當政府面臨

重大體制改變（ 如尋求修憲、改變總統任期年限），或者面對重大

社會抗議等，對於新聞媒體的攻擊就會加劇，也會對記者開啟更嚴重

的攻擊。Bjørnskov & Freytag（2016）對來自 179 個國家的調查數據

進行分析後，研究指出，謀殺新聞記者可以被假定為是：某個政權腐

敗，為了避免不法情事被記者揭露所執行的暴力機制。透過暴力清算

那些揭露腐敗的新聞工作者，執政當局貪污腐敗的障礙得以消除。 

同樣企圖解釋，為何在具有民主制度的特定國家，記者面臨更大

的暴力風險。有研究指出，在新聞自由度較高但法治薄弱且政治腐敗

的社會中，新聞工作者的謀殺案更為普遍。且當不法案件發生或者內

部發生衝突的機率增加時，那麼具新聞問責職責的記者，可能因為其

企圖揭露某些不法真相，而增加其遭殺害的機率（Riddick et al., 

2008）。Waisbord（2007）研究拉丁美洲後發現，一旦這些民主國家

發生更多貪腐問題、政治衝突或者游擊隊伍裝暴力、組織犯罪的發生

機率增加等，國家的管理和控制能力將降低，也會影響暴力對待記者

的情事更加可能發生。Asal et al.（2016）根據跨國資料進行記者遭害

因素的比較分析，研究發現越民主的情境越容易導致記者去挖掘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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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相對也使記者置身險境。因為，對於具有權力又無法迴避民主問

責的人而言，當其企圖避免成為新聞焦點或因為新聞曝光而遭受損

失，就可能以殺害記者為手段。相反的，專制政權提供的是較少的機

會讓記者去追逐危險的政治人物，因此也降低了被殺害的風險。 

Gohdes & Carey（2017）研究進一步指出，一個國家的新聞工作

者被殺後，可以發現該國此後會出現人權惡化的現象。根據兩人研究

發現，若是政府採取殺害新聞記者的措施更頻繁的發生時，該國越可

能會更廣泛地採用鎮壓民主的措施，導致民主倒退或極權政權，特徵

即是該國民主相關指標評比的下滑。 

歸納上述研究，主要是針對在民主國家發生記者遭謀殺的分析，

多是從殺害記者的動機進行分析立論，此外也將論點指向國家對於新

聞自由的壓迫。然而這些研究並未進一步分析到，被視為民主制度一

環的新聞自由、記者安全，為何會出現無法受到國家民主制度保護問

題。特別是某些民主國家，長期、持續性的發生謀殺記者的事件，這

樣的討論尤為重要。 

 
三、民主狀態、有罪不罰與暴力傷害記者 

晚近有不少研究針對上述議題，研究指出在民主國家中記者遭受

暴力對待，是跟該國內部不均衡的民主發展，以及缺乏有效的人權保

護機制有關（Aguilar Jr. et al., 2014; Asal et al., 2016; Brambila, 2017; 

Gohdes & Carey, 2017; Lohner & Banjac, 2017; Relly & González de 

Bustamante, 2014; Hughes et al., 2017; Thomas, 2017）。 

檢視民主狀態與暴力對待記者的關係，Hughes 等人（2017）針

對 62 個國家/地區的記者進行調查，研究指出在不安全民主（insecure 

democracies）狀態的國家，往往會出現更多新聞記者遭到暗殺的狀

況。所謂不安全民主，是指從專制或殖民政府統治轉向民主的過渡國

家，雖然有民選政府卻缺乏改革或控制的能力，包括尚無足夠能力去

改革或控制地方政治派系、安全部隊和犯罪組織等（同上引，p. 

647），因此形成了反新聞暴力（anti-press violence）的社會結構。反

新聞暴力的概念即是：以暴力手段，阻止新聞自由、新聞專業自主。

這樣社會結構使得記者在從事新聞工作時，生命更容易受到暴力威脅

（Waisbord, 2002）。 

在 Gibson（2013）的研究，其分析墨西哥、巴西、阿根廷及菲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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賓等國家後發現，中央政府體制上提供較強的民主制度，諸如保護人

權、新聞自由等，但其治理能力卻無法涵蓋或觸及到地方層次，就會

出現地方威權反民主的狀況。這表現在，地方政治獨裁者為了避免其

濫權的情事遭到曝光，極力遏制地方醜聞遭報導曝光，一方面規避選

民的監督、保有選舉的優勢，另一方面也能避免國家當局發現其犯行

而進行介入調查。因此，記者遭暴力傷害的高風險地區，往往發生在

中央民主、地方威權的國家。換言之，這些在民主國家中的暴力殺害

記者的地方，所呈現的是在民主體制下的威權飛地（authoritarian 

enclaves），也就是在地方層次會出現違反民主的手段，進行既有利

益和權力的鞏固之現象（Behrend & Whitehead, 2016; Gilley, 2010）。 

Behrend & Whitehead（2016）用次國家專制主義（subnational 

authoritarianism）的概念，進一步探究了某些民主國家中所展現的不

均衡民主發展的原因，研究指出有些民主國家，在地方上雖然存在著

選舉的事實，但地方掌權者可能會操縱選舉、違反公民權利、涉及貪

腐和綁架地方議會等。而地方的利害關係人包括傳統的地方領袖、派

系領導人、商業菁英和幫派，可能涉及到地方政治的控制，阻礙民主

發展。當記者企圖以新聞專業對其進行問責，揭露涉及不法的利益結

構，就會面臨生命危險。 

Hughes & Vorobyeva（2019）的研究，利用保護記者委員會

（Committee to Protect Journalists, CPJ）的統計資料分析發現，1992-

2016 年以來 1812 個遭謀殺記者，大多數新聞記者是死於特定民主國

家，這些國家具有共同的政治結構特性，也就是在國家層次上會鼓勵

記者進行調查報導、推崇新聞自由與專業自主。但在地區層級上，地

方的掌權者存在著以暴力壓制對其不利的新聞之狀況。因此兩位研究

者分析指出，當一個國家越明確具備民主制度保障新聞專業自主，則

制度上會使許多記者在專業倫理與自我認同上相信，其專業職責應該

在於監督濫權者。如此，地方有權力者便會為了規避來自國家、民主

制度的監督，透過暴力攻擊來使記者沉默、避免不法事蹟曝光。 

根據 Mosdell（2016）從記者死亡統計的分析，該研究指出，在

未發生戰爭衝突的國家之中，記者更容易遭遇死劫的國家，往往是在

那些無法有效抓捕、起訴嫌疑犯的國家，這些國家不論在貪腐或者組

織犯罪也更加猖獗。Gohdes & Carey（2017）透過保護記者委員會、

國際新聞學會及無國界記者組織的資料，分析 2002 年至 2013 年之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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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殺害記者事件。研究結果發現，大多數被殺害的記者是屬於地方新

聞工作者，且多數案件都沒有肇事者被繩之以法。這說明了，殺害記

者作為手段，卻很少或幾乎不必負擔殺害記者的法律代價，這種有罪

不罰現象的出現，是加重地方藉由殺害記者來維繫權力的原因。而地

方殺害記者，進一步也可能帶來民主倒退的後果。 

就具體的經驗研究而言，有一些研究者也嘗試探討有罪不罰的發

生原因以及對新聞自由造成的影響。Unaegbu（2017）的研究發現，

有罪不罰的發生，不僅是因為司法制度不彰的問題。他針對於奈及利

亞新聞記者被高度暴力威脅，研究者指出奈及利亞記者遭受暴力對

待，並不是法律架構不完整，而是政府不願意有效執行法律，而使得

兇嫌大多逃之夭夭、不受到司法調查或法律制裁。 

綜合以上，相較於戰爭衝突狀態的國家，記者遭謀殺的事件，更

容易出現在處於和平狀態的國家；既有研究也說明了，民主在國內各

地方不均衡發展，以及其他社會結構問題，將影響記者生命安全。首

先是在民主轉型的社會，或者在國家層次上具有高度新聞自由制度和

專業價值，若出現貪污腐敗猖獗、法治系統薄弱的問題，記者就更容

易被殺害；進而，當該社會出現兇手經常未受法律制裁，這也造就了

有罪不罰的情況；而有罪不罰的情況，將更有利於地方權力者持續藉

由殺害記者來規避民主監督；此外，中央民主—地方專制的專制飛地

現象，也影響殺害記者的地景（landscape），呈現為：第一，相較於

中央或者都會型記者，地方型的記者更可能被殺害；其次，有罪不罰

的問題，是促使地方持續殺害記者的結構因素；第三，殺害記者與該

國民主發展程度具有關連性，亦即在一段時間越頻繁發生殺害記者的

事件，則該國民主表現也會連帶出現惡化的現象。 

上述相關研究的梳理，作為理論解釋框架，將有利於本文進行經

驗資料的分析。在研究方法上，本文採取的是個案研究法，亦即針對

特定的事件、現象和情境有系統收集經驗資料，以幫助研究者回到個

案脈絡，釐清一個特定的個案、問題或現象是如何發生（Wimmer & 

Dominick, 2011, pp. 140-145）。過去傳播研究也有不少研究者採取個

案研究法，進行單一事件、現象、公司組織或國家（區域）個案進行

分析（如李立峯，2006；吳宜蓁，2000；洪貞玲，2013；陳憶寧，

2018；鄭宇君，2017；劉蕙苓，2007）。因此本文將以菲律賓為個

案，進行進一步的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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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經驗資料分析：菲律賓記者遭謀殺的樣態與有

罪不罰問題 

本節嘗試就菲律賓 1986 年後的民主發展狀況，與記者因公遭謀

殺之矛盾現象，進行相關資料分析，以釐清 1986 年至 2019 年間的菲

律賓記者因公死亡之社會樣態。 

 
一、民主表現與記者遭殺害之樣態分析 

由於本研究是建立在民主國家出現殺害記者事端頻繁出現之矛盾

現象上，因此有必要先就學理概念和經驗研究上進行釐清，菲律賓是

否能夠稱之為民主國家。美國皮優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

於 2019 年發佈報告指出，全球有 57% 的國家被歸類為民主國家，其

中與臺灣同樣位於亞太地區的國家，就有包括菲律賓、日本、南韓，

印尼，均同屬於民主國家之列。這樣的分類有其社會科學根據，皮優

研究中心主要是依據 Polity IV 資料庫所進行的統計數據作為報告基礎

（Desilver, 2019, May 14）。Polity IV 資料庫在全球國家政體民主程

度之研究，有其學術可信度。有政治學研究指出，針對世界各國民主

狀態評估的各類資料庫之中，Polity IV 是目前涵蓋最多國家與時間範

圍的資料庫，且是比較政治與國際政治探討政治現象時較常引用之資

料庫。而該資料庫對於民主國家的分類，是依據國家作為民主政體，

在政治參與和競爭制度的表現上進行測量，包括有六項主要的測量指

標，分別為行政首長甄補規範、行政甄補的競爭度、行政甄補的開放

度、行政機關的限制度、參與的規範和參與的競爭度（張文揚，

2014，頁 18）。 

就經驗研究來看，有學者指出，儘管菲律賓的民主發展有重重挑

戰，然而菲律賓在選舉民主上，1992 年、1998 年、2004 年，和 2007

年的大選和期中選舉，都出現積極的選民投票和政黨輪替現象。此

外，公民的政策參與表現蓬勃，許多志願者、非政府組織和獨立媒體

形成密集的網絡，以確保了選舉過程能夠維持自由和公正。1987 年所

訂定的新憲法，也讓菲律賓建立了嚴格的問責機構，以此監督其他政

府部門（Dressel, 2011）。特別是，自 1986 年獨裁統治的馬可仕垮台

以後，菲律賓學者也認為，菲律賓確實進入到民主回歸及民主化的階

段。在柯拉蓉總統帶領下，為實踐民主精神，菲律賓也特別針對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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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在憲法修正條文中給予高度保障（Abinales & Donna, 2005, pp. 

230-237; Lumbang, 2009）。 

因此，就歷史發展而言，假若 1986 年是菲律賓一個重要的再民

主化的年代。則本文有必要進一步檢驗菲律賓自 1986 年進入後馬可

仕時代以來的民主政體的實際發展情況。本文運用 Polity IV 資料庫之

資料發現，1986 年以來針對菲律賓所進行的統計調查，其指數均落在

8 分。根據 Polity IV 的統計說明，指數在 6 分到 9 分之間，則屬於民

主政體（超過 10 則為完全民主）。由此可以發現，菲律賓自 1986 年

以來，似乎如既有研究所指出的，可歸類為具民主國家（參見圖

1）。 

 
圖 1：菲律賓政體民主發展程度與趨勢 

 
資料來源：“Authority trend, 1946-2013: Philipines,” by Marshall & Gurr, 

2014, from https://www.systemicpeace.org/polity/phi2.htm 

 
進一步針對 1986 年後，菲律賓恢復民主且新聞自由的情況下，

記者遭殺害之情況進行調查。在統計數據調查選擇上，國際上雖有聯

合國教科文組織、國際記協、保護記者協會等國際機構進行全球和個

別國家之相關統計，然考量各統計數據統計基礎和數字有所落差，且



為何記者持續遭殺害？探索菲律賓記者遭殺害的問題及社會構成（1986-2019） 157 

有研究指出，菲律賓的媒體自由與責任中心（Center for Media 

Freedom and Responsibility, CMFR）的相關統計，相較於其他國際組

織統計資料，較能詳盡呈現菲律賓記者遭殺害的現況。這樣的資料庫

之所以能夠建立較為完備，也跟 CMFR 成立背景有關。因為 CMFR

正是在 1986 年人民力量革命推翻馬可仕政權後，成立於菲律賓首都

馬尼拉的非營利組織。該組織本身的成立宗旨，即是有鑑於馬可仕獨

裁統治時期對於媒體的管控和壓制，為了實踐此後菲律賓的新聞自

由，開始長年透過統計數據以監看菲律賓新聞自由的發展狀態

（Aguilar JR., Mendoza, & Candelaria, 2014; Høiby, 2019）。因此，本

文利用 CMFR 的菲律賓 Press Freedom Watch 計畫（http://cmfr-

phil.org/flagship-programs/freedom-watch/）針對國內、外有關菲律賓

殺害記者的統計資料庫，蒐集了菲律賓自 1986 年至 2019 年 10 月

（本研究資料蒐集日止），遭到殺害的記者資料，並且透過資料呈現

分析因工作而遭謀殺的記者之任職媒體類別、地區及年份之資料。 

根據此資料庫初步分析可以發現，總共有 165 名菲律賓記者因為

新聞工作而遭到殺害。從歷年統計數字來看，菲律賓不僅持續性的發

生記者因公遭殺害的現象，此外單一年份記者因公遭殺害人數高於 5

名者，總計有 11 個年份，分別為 1987 年、2003 年、2004 年、2005

年、2006 年、2008 年、2009 年、2011 年、2013 年、2015 年、2017

年。換言之，自 1986 年到 2019 年（34 年），約有三分之一的年份都

發生了頗嚴峻的殺害記者的問題。其中又以 2009 年的記者因公死亡

數字最高，共有 38 名記者遭殺害（請參見圖 3）。而這一年死亡之所

以那麼慘重，主要是因為當年菲律賓南方發生一場地方選舉衝突，導

致一方欲參與競選者的支持者、家屬及隨行採訪報導的記者，遭到另

一方派出大批槍手暴力屠殺，史稱瑪京達瑙大屠殺（Maguindanao 

massacre），當時共有 58 人遭屠殺，包括 32 名記者。這個事件也造

成了，記者在單一事件中遭殺害的世界紀錄（Alipala & Alconaba, 

2016, November 25; Reporters Without Borders, 2019, November 22） 

  



158 中華傳播學刊．第四十期．2021.12 

圖 3：菲律賓歷年記者死亡人數統計（1986年-20019年 10月） 

 
資料來源：“Press Freedom Watch,” by n.d., multiple years, from  

http://cmfr-phil.org/flagship-programs/freedom-watch/ 

 
過去研究指出，當一國記者因公死亡案件頻繁出現，這也意味著

該國記者及新聞自由同時遭受到國家的壓抑（Cottle et al., 2016; 

Nilsson & Örnebring, 2016; Tait, 2007; Taback & Coupland, 2006）。然

而，必須釐清的是，殺害記者生命的地點，是來自國家層級抑或地方

省分？因為，有不少研究者認為，檢視記者遭殺害的發生地點，並且

區分其是否發生在首都或地方，得以進一步釐清記者死亡為何會頻繁

發生在處於承平狀態的民主國家（Asal et al. 2016; Behrend & 

Whitehead, 2016）。因此，本文根據 CMFR 資料庫進行國家層級及地

方層級的的因公死亡類型區分。統計發現，在 165 名因公遭謀殺的記

者之中，有高達 157 名記者遭謀殺的地點，是發生在地方層級的省市

（請參見圖 4）。菲律賓自 1986 年以後，呈現出地方型記者遭謀殺遠

高於全國型記者遭謀殺的現象，這樣的現象正吻合了 Gibson（2013）

過去對於菲律賓及墨西哥、巴西等處在和平狀態的民主國家之分析。

該研究認為，記者因公遭謀殺的數據，體現出的這類民主國家，儘管

在中央具有高度民主保障的體制，然而可能因為治理能力等各項原

因，出現了國內民主發展不均的狀況，而形成地方威權反民主的現

象。換言之，雖然中央政府體制提供較強的民主制度，但治理能力和

民主發展未能夠有效擴及國內的地方層次，也經常會出現地方權力者

為了避免遭到媒體問責，而透過極端暴力的手段殺害記者，藉此持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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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有其地方權力。 

 
圖 4：菲律賓歷年國家型與地方型記者死亡人數統計 

（1986-2019年 10月） 

 
資料來源：“Press Freedom Watch,” by n.d., multiple years, from  

http://cmfr-phil.org/flagship-programs/freedom-watch/ 

 
若從這段期間，遭謀殺記者的媒體服務類型可以發現，廣播媒體

的新聞工作者因公遭殺害的人數為最高，共 78 人，佔總人數的

47.3%；其次為印刷媒體新聞工作者有 62 人因公死亡，佔總人數的的

37.6%。廣播媒體與印刷媒體因公死亡的記者就佔了絕大多數，為總

數的 84.9%（請參見表 1）。 

 
  



160 中華傳播學刊．第四十期．2021.12 

表 1：菲律賓因公遭殺害類型 

 
資料來源：“Press Freedom Watch,” by n.d., multiple years, from  

http://cmfr-phil.org/flagship-programs/freedom-watch/ 

 
透過歷年媒體職業類型的折線圖，進而可以發現，在廣播媒體從

事新聞工作者因公被殺害，除了 1991 年、2009 年之外，自 1986 年到

2019 年這段期間，幾乎每一年都是死亡人數最高的媒體職業類別者。

而印刷媒體之所以會佔居職業類型的第二高死亡人數，則是因為 2009

年的高比例死亡，共有 26 位印刷媒體的記者因公死亡，佔當年記者

因公死亡總數（38 人）的 68.4%（請參見圖 4）。 

 
圖 5：菲律賓歷年記者死亡之媒體職業類型（1986-2019年 10月） 

 
資料來源：“Press Freedom Watch,” by n.d., multiple years, from  

http://cmfr-phil.org/flagship-programs/freedom-wat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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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多被殺的菲律賓記者是地方廣播記者，部分原因是廣播在菲律

賓，尤其是地方省市以下的地區，具有很大的影響力。且這些廣播記

者特別積極的批評地方政治人物，或者加入調查報導試圖揭露種種貪

腐或不法情事，更容易引發殺機（Tandoc, 2017, p. 106）。諸如有廣

播記者被殺，是因為他們使用廣播節目批判賭博業老闆、毒梟，以及

地方上有權勢的政治人物或警察濫權。根據統計，大部分死因都是遭

受蒙面者槍殺或者被摩托車殺手殺害（Lumbang, 2009, p. 24）。菲律

賓廣播記者遭到殺害比例較高，不僅跟地方廣播工作者勇於批判有

關，亦與他們報導風格方式有關。有論者認為，菲律賓廣播常以「使

用誇張語調」為特色，這種風格被稱之為重磅毒舌（bombastic 

tone），也就是採取小報化的報導題材和形式，對於被報導對象進行

批判和嘲諷。因此廣播內容不僅是批判性，且帶有人身攻擊。過去有

一名被暗殺的廣播從業人員 Herson Hinolan，即是以重磅毒舌的風格

著稱。菲律賓學者以此個案，從文化的角度分析，認為地方廣播員的

毒舌和小報化之所以容易招來殺機，是因為抵觸了菲律賓的在地文

化，稱之為 Pikon，意思是菲律賓人「容易因為受到嘲笑、冒犯而被

惹怒」。因此，就文化上，當廣播以慣有毒舌風格針對地方強人進行

八卦或嘲笑，更容易引發致命性地報復（Tan, 2012, p. 35）。本文認

為，這樣的研究分析，恐忽略了廣播從業人員的結構處境。若從結構

面解釋，事實上八卦化和重磅毒舌風格的廣播，是涉及到菲律賓地方

廣播的商業運作結構。一方面由於地方廣播電台在菲律賓具備影響力

且蓬勃發展，因此商業電台賴以為生的廣告也處於高度的競爭狀態。

此外，這些商業廣播電台的節目主持人有不少是向電台租用節目時段

的「廣播企業家」。在競爭的地方商業廣播環境下，這些廣播企業家

或廣播員，為了積極尋求聽眾喜愛、贏得收聽率和廣告的情況下，才

會更常使用酸澀或好鬥的語言，加上刺耳的評論，藉此來提高節目受

歡迎的程度（Aguilar Jr. et al., 2014, pp. 672-673）。整體而言，廣播人

受到在地收聽觀眾歡迎，但另一方面是面臨種種結構限制，包括受到

地方競爭型的政治影響，以及商業競爭結構下的菲律賓廣播，出現了

傳播風格與地方文化的相互抵觸等因素。當廣播人未能就其專業掌握

箇中的界線，則容易出現招致殺機的風險。 

而由上述統計概況，本研究發現 1986 年至 2019 年菲律賓記者因

公死亡普遍發生在地方省市，則這樣的記者遭殺害的現象，呼應了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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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研究者對於世界上各民主國家記者遭殺害的現象（Asal et al. 2016; 

Behrend & Whitehead, 2016; Hughes et al, 2017; Hughes & Vorobyeva, 

2019），過去研究認為此現象背後，恐凸顯，具備民主的中央與地

方，在民主發展程度上有所落差。 

然而本文認為，透過中央與地方的民主發展不均，無法解釋：為

何民主中央無法依照歷年監看統計，依循民主體制施展公權力，以保

護記者、減少發生在地方殺害記者的情況？換言之，應該如何解釋記

者遭謀殺數字的持續發生，民主政治既有的各種治理機制為何無法啟

動應有的保護機制？面對此問題，既有研究認為記者持續在民主國家

遭殺害、問題不見改善，與一個國家的有罪不罰現象有關（Aguilar Jr. 

et al., 2014; Lumbang, 2009）。 

 
二、有罪不罰與記者遭殺害問題 

一般而言，在民主國家發生持續性的記者遭殺害而不見改善，涉

及到嫌犯鮮少被抓補並完成判決。這種有罪不罰的情況不僅彰顯一個

國家死亡事件之嚴重性，既有研究亦指出，有罪不罰的排名亦可以部

分說明何以一個國家會有持續性的記者因公死亡事件產生（Cottle et 

al., 2016; Draghici & Woods, 2018; Jamil, 2018; Sadia, 2018）。 

2012 年，聯合國教科文組織（UNESCO）提出一項全球方案

「 UN Plan of Action on Safety of Journalists and the Issue of 

Impunity」，明確提出「有罪不罰」的概念，藉此解釋一個國家社會

何以會反覆出現殺害記者而不見改善的問題。有罪不罰的概念，定義

上是指在法律上或事實上，無論在刑事或民事，行政或紀律方面，都

應追究侵犯人權行為者的責任卻未被追究。有罪不罰不僅說明了國家

社會不能給受害者補償的機會，它也具有另一項系統性的意涵，也就

是阻止社會中的其他人進行（專業的）言論自由活動。這些被殺害而

未破案的受害者，通常是位於非首都的地區記者，他們為了報導政

治 、 貪 腐 、 商 業 和 犯 罪 事 件 而 遭 到 有 目 的 地 殺 害 （ UNESCO, 

2012）。 

由此，為釐清菲律賓何以持續性地出現記者因公死亡，本文進一

步根據 CPJ 歷年針對全球有罪不罰統計資料進行分析。CPJ 自 2008

年開始建立的有罪不罰統計，CPJ 將謀殺定義為故意報復特定記者，

如果未獲得定罪，即使已查明嫌疑人並將其拘留，也認為案件尚未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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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即列入有罪不罰統計。值得注意的是，CPJ 的統計是以每個國家

發生 5 個以上記者因公遭殺害而有罪不罰作為基準。從該統計數據可

以發現，菲律賓在 2008 年至 2019 年之間發生的謀殺記者事件但仍未

解決的案件居高不下，且菲律賓的有罪不罰的案件數量之多，使其一

直名列在全球的前兩名。從下表 2 可以發現，菲律賓記者遭謀殺且有

罪不罰案件數，始終維持在 24 個案件以上，2010 年更倍數成長到 55

案，並且直到 2014 年共連續 5 年數字在 50 例以上。2009 年至 2015

年菲律賓因公遭謀殺、有罪不罰案件數，均僅次於長年處於戰爭衝突

狀態的伊拉克，排名第二，但其他年度紀錄，則均超過伊拉克有罪不

罰案件數，明列世界之首。 

 
表 2：CPJ統計菲律賓記者因公遭殺害未破案數統計及紀錄排名 

（2008-2019） 

年份 未破案之案件數累計 案件數排名 

2008 24 1 

2009 24 2 

2010 55 2 

2011 56 2 

2012 55 2 

2013 55 2 

2014 51 2 

2015 44 2 

2016 41 2 

2017 42 1 

2018 40 1 

2019 41 1 

資料來源：“Getting away with murder: CPJ’s 2019 global impunity index 

spotlights countries where journalists are slain and their killers 
go free,” by CPJ, October 29, 2019, from https://cpj.org/reports/ 
2019/10/getting-away-with-murder-killed-justice.php 

 
若就全球有罪不罰指數（global impunity index）來看，CPJ 以

「未解決對記者的謀殺案數量佔其國家人口的百分比」換算為有罪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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罰指數，並以此來進行排名。除了 2008 年、2009 年這兩年，菲律賓

有罪不罰指數排名在全球第六。自 2010 年開始均為前五名，特別是

2010 年至 2014 年有罪不罰指數均為全球第三，僅次於伊拉克和索馬

利亞。由此可以發現，菲律賓有罪不罰案件數和有罪不罰指數，在全

球排名均居高不下，且地方記者的高死亡率，都證明了地方層次的有

罪不罰情況嚴重，似乎可以解釋為何菲律賓長期、持續發生地方記者

遭殺害死亡。 

 
表 3：菲律賓的全球有罪不罰指數及排名 

年份 
指數 

（每百萬國民，發生記者因公

遭殺害且未破案之比例） 
指數排名 

2008 0.289 6 

2009 0.273 6 

2010 0.609 3 

2011 0.609 3 

2012 0.589 3 

2013 0.580 3 

2014 0.527 3 

2015 0.444 4 

2016 0.407 4 

2017 0.407 5 

2018 0.381 5 

2019 0.384 5 

資料來源：統整自 CPJ 歷年報告。1 
 
三、小結 

整體而言，本節透過幾項圖表數字，嘗試分析菲律賓在 1986 年

以後國家進入深化民主階段並高度保障新聞自由，然而卻也出現民主

卻無法有效保護記者的樣貌、型態與分布。自 1986 年開始，菲律賓

幾乎每年都有記者遭到殺害，且直到 2019 年每年記者遭謀殺數字超

過 5 名的年份就有高達 11 個年度。這些記者普遍都是在馬尼拉以外

的地方區域從事新聞工作，並且被確認就是因為其報導工作而遭到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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復殺害或謀殺。而在各類記者之中，尤其以廣播記者遭受殺害情況最

為嚴重。 

過去研究論點認為，持續出現殺害記者事件與有罪不罰情況有

關。從歷年統計數據確實可以發現，菲律賓有罪不罰的狀況，不僅展

現在極高的有罪不罰案件數量，也反映在其有罪不罰指數幾乎每年都

高居全球前五名。若以處於和平狀態的民主國家來看，菲律賓亦常位

居前三名。而有罪不罰數量與指數的高排行，正說明了對於殺害記者

成為便利而不需代價付出的手段，地方權力者能藉此維持權勢、逃避

問責（Tait, 2007）。 

值得反思的是，國際組織如 CJP 或 UN 近年來提出的有罪不罰的

研究論述，以及諸多研究以此作為解釋觀點（Høiby, 2019; Mendoza 

Jr., 2012; Tan, 2012; Tolentino, 2012）。諸如 Aguilar Jr. et al (2014）研

究認為，從結構問題來分析，菲律賓貧弱的司法系統導致檢警無法有

效抓到嫌疑犯、蒐集足夠罪證，另外法院審判過程延宕，或者發生關

鍵證人被殺的事件，這樣的現象正是導致菲律賓有罪不罰案例和指數

居高不下的結構性因素，以此解釋記者被殺的數字為何會逐年持續存

在。然而這樣的研究解釋具以下四個傾向：（1）傾向假定民主社會

持續遭記者死亡的現象，是有罪不罰所造成；（2）有罪不罰出現是

民主社會司法失能的結果；（3）地方記者持續遭殺害，反映了一國

之內，有罪不罰現象主要發生在地方層級；（4）則一個處於和平狀

態的民主國家會發生記者持續遭殺害的現象，是因為地方的有罪不罰

問題嚴重所致。 

本文認為，這樣的討論可能落入邏輯簡化的問題：將解釋推導到

是中央與地方在體制上的分離，而忽略整體現象的社會構成條件。本

文認為忽略、不去分析形成記者持續遭殺害現象的背後結構條件，將

無法有效回應本研究問題。更為重要的是，若忽略了社會構成條件，

則無法解釋一個社會問題是如何被社會所建構。 

 

肆、回到社會脈絡：探索菲律賓記者遭謀殺的社會

構成條件 

本文認為要有效解釋菲律賓作為民主國家，何以長年成為一個對

記者持續、充滿致命風險的勞動環境。數據的呈現，僅可以掌握菲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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賓記者 1986 年以來因公遭謀殺的樣態，由既有相關研究提出可能的

說明和解釋則可能忽略了菲律賓的社會結構肇因。換言之，缺乏國家

脈絡的瞭解，無法有效解釋構成菲律賓高度有罪不罰的現實，以及記

者何以遭受殺害的社會機制。因此本節企圖回到菲律賓國家社會脈

絡，進行進一步分析與討論。 

 
一、弱中央民主—強地方威權 

本文認為「地方持續性地發生殺害記者」作為一個社會問題，應

該釐清造成此社會問題是否有對應的社會結構，方能做出有效解釋。

Lumbang（2009, p. 30）曾研究自 1986 年至 2009 年的記者因公遭殺

害的問題，研究發現，造成此現象的結構因素，是中央政府無能管控

地方，使得政治人物持續藉由暴力手段維持自己的個人資本。因此他

認為，記者因公遭殺害能夠被看做是國家無法成功減輕暴力，殺害記

者或者反新聞的暴力作為整體，是一種「弱中央—強地方」政治結構

下的產物（同上引，p. 33）。然而，是什麼因素造成「弱中央—強地

方」的政治結構？又這樣的政治結構在菲律賓的社會如何影響了新聞

從業人員與政治結構的關係？相關問題恐需要進一步分析解釋。 

Pertierra（2012）指出，菲律賓典型的政治人物大多來自少數地

方家族菁英，而權力的維持則需要依靠選民的支持，而經常使用的方

法就是菲律賓常見的恩庇式的政治（patronage politics）。透過裙帶關

係的經營，使得地方家族在社會中創造各種權力與財富的連結，他們

的力量橫跨產業、政治勢力、地方。為了維繫地方權力，透過地方選

舉維繫地方利益和家族勢力則成為一項重中之重。因此在菲律賓可以

看到地方選舉常受到許多介入的力量影響，包括了買票、恐嚇、槍擊

或欺騙等手段。 

菲律賓社會遭到少數家族壟斷具有歷史的連續性，早從西班牙殖

民時期擁有土地和商業掌控的少數菁英家族，到了美國殖民帶來地方

自治與民主體制，則利用民主選舉，再創造家族對於菲律賓經濟和控

制權的持續掌控。換言之，1946 年後當菲律賓進入第三民主共和國階

段，選舉是創造一個地方家族擴大權勢的新方法。地方家族積極透過

選舉，贏得地方政治權力，包括了地方行政權和代表地方的議員進入

國家立法機構。掌握政治權力的目的，是希望透過政治權力將國家資

源私有化，因此少數的政治家族從而建構了菲律賓成為充滿寡頭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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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國家（McCoy, 1993a, p. xiii）。從歷史上來看，即便總統是最具政

治權力者，但因為取得政治權力過程，高度仰賴地方政治家族的支

持，因此歷屆總統在選舉過程和執政之後，都被迫要以國家的公共資

源來獎勵地方家族，藉此換取地方對於中央的支持和選票（同上引，

p. xiv）。 

有研究者認為，菲律賓地方政治呈現的是政治王朝（political 

dynasties）的局面，政治家族正是菲律賓政治王朝的推動者。這些長

年 寡 佔 地 方 政 治 勢 力 的 家 族 ， 又 可 稱 之 為 家 族 王 朝 （ family 

dynasties）。在此背景下，關於家族的概念則必須放在菲律賓社會的

脈絡下被理解。在菲律賓社會，家族不僅指血緣親屬，還包括了非正

式、非公開和親密互動的內團體。因此在菲律賓的社會脈絡下，政治

家族的定義，由個人家庭擴展到親屬群體、同輩群體，這當中也包括

了朋友、玩伴以及非正式的同事群體。在這樣的家庭概念下，影響了

家族王朝的實際權力運作，實際上是一旦掌權就會依照裙帶關係佔領

公、私資源（Purdey, Encarnacion Tadem, & Tadem, 2016）。 

雖然 1987 年新憲法修訂，菲律賓企圖深化國家的民主，並且為

避免強人政治或獨裁的再出現，而有連選連任的任期限制。但以民主

價值理想所建構的民主制度，始終和菲律賓的社會現實有一段實踐上

的距離。菲律賓由於過去缺乏國家概念，當西班牙殖民時期建立菁英

主導、地方分權的鬆散政治結構，這樣的現況到了美國帶來美式選局

以來，政治權力仍掌握在少數政治家庭（李永芬，2009；Abinales & 

Amoroso, 2005）。 

 
1987 年 5 月 11 日的選舉結果表明，在眾議院 200 名

（當選）議員中，有 130 名屬於所謂的傳統政治家族，而另

外 39 名是這些家族的親屬。在 1971 年之前，只有 31 個沒

有選舉記錄，並且與這些古老的優勢家庭沒有直接關係。在

169 個屬於主要家庭成員或與主要家庭有聯繫的議員中，有

102 個被認定為 1986 年前的反馬可仕部隊，而 67 個則來自

親馬可仕政黨或家族。儘管參議院的 24 個當選議員中有一

些非傳統人物，但議員陣容主要由屬於 1972 年前傑出政治

家族的人組成（Mojares, 1993, p. 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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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7 年眾議員選舉結果，正說明了少數家族因為掌握資源以及

擁有恩庇侍從網絡的優勢，通過菁英同盟關係，掌控國家政治，包括

政策走向、經濟與公共資源分配（李永芬，2009）。同樣的情況，也

出現在 2013 年菲律賓期中選舉的結果，突顯了菲律賓少數家族所建

立的政治王朝，位居政治、經濟與社會的主導地位。研究者指出，

2013 年選舉，在 80 個省中到處都是政治家族，當選的眾議員有 74%

來自傳統的菁英家族（Purdey et al., 2016）。這清楚地應證了家族政

治現象的存在，不僅是國家立法機關受到傳統的菲律賓家族的控制，

家族菁英也經常在地方層級的省市擔任要職（Coronel, Chua, Rimban, 

Cruz, & Philippine Center for Investigative Journalismm, 2004; Gutierrez, 
1993; Dressel, 2011）。 

 
菲律賓中央政府實際上失去了對地區農村、地區政客的

控制，這些政客們是如此強大，以至於他們被稱為軍閥。這

些軍閥通過私人軍隊加強了他們的經濟實力和政治職務，將

農民嚇了一跳，並取得地區自治權，作為向馬尼拉政客交付

選票庫的代價（McCoy, 1993b, p. 7）。 

 
正是因為在民主的表面規則下，玩起家族王朝的遊戲，因而製造

了弱中央的條件。因為位居中央的政黨領袖，必須通過與地方政治家

族合作，通過與地方建立恩庇關係，才能贏得地方的選區選票，而不

是企圖利用政黨價值理念和執政效能來贏得人民的認同、選票（李永

芬，2009）。此外，1987 年之後菲律賓前總統柯拉蓉在民主旗幟下成

立新政府，但同時也恢復後許多在馬可仕戒嚴獨裁之前，由家族壟斷

特定企業和政治權力的狀況，使許多傳統大家族的政治王朝再度興盛

（Abinales & Amoroso, 2005）。因此，菲律賓政治都是地方（all 

politics is local）的政治結構，不僅是出現在 1946 年獨立至馬可仕獨

裁這段時間（同上引，p. 167），同時也在 1986 之後重現。這也解釋

了，何以會出現弱中央-強地方的政治現況。當地方出現殺害記者這

類高度違背民主法治的犯行時，民主中央的統治力往往薄弱而有限。 

過去研究民主狀態下地方記者持續發生因公遭殺害的現象，以民

主發展不均作為解釋，亦即民主中央-威權地方（Aguilar Jr. et al., 

2014; Asal et al. 2016; Lohner & Banjac 2017; Relly & González de 

Bustamante 2014; Hughes et al., 2017）。然而上述的解釋，似乎不能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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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說明菲律賓的問題。在菲律賓由家族政治主導的民主運作結果是，

地方威權統治的持續存在，導致了無法有效透過選舉競爭來實現具有

民主、追求國家利益的政治體制。也因為持續存在的地方威權飛地

（local authoritarian enclves），每一個地方都有自己對於菲律賓政治

系統的定義，讓菲律賓難以成為一個堅強的民主國家，再加上行政機

關的效能不佳，權力運作邏輯呈現家族利益凌駕國家利益之上的問題

（Dressel, 2011; Lumbang, 2009, pp. 26-27; Pertierra, 2012; Purdey et al., 

2016）。換言之，由於政治制度和官僚主義受到地方家庭王朝的影

響，國家的力量被削弱了，使得菲律賓不僅是中央民主-地方威權的

狀況，亦具有弱國家-強地方的局面。家族政治促使了菲律賓形成

「弱中央民主 vs. 強地方威權」的權力運作機制，也構成了 1986 年

以後地方記者持續因公遭殺害而未見國家民主機制、國家公權力介入

改善的問題。 

 
二、弱中央民主—強地方威權下的記者勞動處境 

在弱中央民主-強地方威權的政治結構下，也相當程度建構新聞

媒體的發展困境。菲律賓作為年輕的民主國家，一方面需要新聞來強

化民主的發展，然而菲律賓社會卻沒有穩固的結構來支持記者作好他

們的工作。根據調查，菲律賓記者普遍面臨不利於新聞專業實踐的勞

動條件，包括長工時、工作不安全、不愉快的工作指派、職業聲望

低，此外最為嚴峻的考驗正是記者因為工作而遭受暴力威脅，甚至遭

到謀殺身亡（Tandoc, 2017）。 

若從菲律賓戰後新聞發展亦可以看出，新聞業如何在菲律賓不良

的社會結構下，發展出對記者專業工作的結構性挑戰。與其他亞洲或

歐洲國家不同，菲律賓沒有國家或黨派媒體或廣播的傳統。在菲律賓

的大部分歷史中，報紙，廣播和電視幾乎總是由私人持有（Coronel, 

2001, p. 112）。早在 1989 年至 1946 年獨立的美國殖民菲律賓期間，

菲律賓媒體系統基本上是以商業化為主要的運作模式，亦是東南亞地

區最具新聞自由的國家。自 1986 年的菲律賓擺脫馬可仕的專政，人

民力量革命所創造的社會氛圍，讓人民也見識到媒體帶來的強大動員

力量。1987 年發布了新憲法，再次強調人權、勞權、媒體自由、司法

獨立等項目，且模仿美國體制設參議兩院，降低總統職權，為民間社

會帶來自由民主的氛圍（Smith, 1996, pp. 158-160）。但因為菲律賓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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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經營是採取私有制的緣故，當菲律賓因為恢復民主又轉向形成商業

活絡的媒體生態時，卻擺脫不了菲律賓社會由少數家族把持、所形成

的 寡 頭 統 治 的 現 實 ， 市 場 經 濟 和 媒 體 都 受 到 少 數 家 族 的 控 制

（Rosales, 2006）。 

這些家族經營媒體，便是利用新聞自由進行商業競爭，這也導致

了媒體內容走向腥羶色、同質化和小報化的問題（Coronel, 2001）。

菲律賓新聞業也往往以政治、犯罪和性問題為報導焦點，另一項營運

的特點是，追逐媒體名人及政治人物（Tandoc & Skoric, 2010）。媒

體在菲律賓除了出現媒體商業化的問題，亦具有商業服務的問題。對

於擁有媒體及其他龐大企業的菁英家族來說，媒體是一種保險，是能

確保自家其他產業收入的工具，因而新聞媒體也被形容為「放在皮套

中的槍」。就政治面，媒體本身或許不見得有一定的意識形態或政治

立場，但若家族有需要時，也會使媒體出現政治立場，並誘導觀眾、

讀者形成特定的政治傾向。正是因為具媒體所有權的家族與當權者派

系的關係，媒體會成為不同派系的武器（Smith, 1996, pp. 172-174）。 

當媒體的高度商業化和小報化成為其表現，或者不時成為家族的

政治意識形態工具，這也造就了記者未能享有受社會信賴的職業地

位。缺乏職業地位，也體現在記者所面臨的薪資條件上，菲律賓作為

發展中國家，記者這一個職業在社會上缺乏足夠的薪水以維持生活，

特別是在馬尼拉以外工作的記者薪資更低。薪資條件不佳作為普遍的

現 象 下 ， 也 就 形 成 了 地 方 記 者 更 加 容 易 腐 敗 。 紅 包 新 聞 學

（envelopmental journalism）被用來描述，菲律賓某些地方記者的每

日新聞工作，也就是接受賄賂。受到賄賂的記者，新聞工作成為工具

化和公關化的作為，以協助賄賂者攻擊某人或者為其掩蓋不法

（Coronel, 2001; Rosales, 2006）。 

值得疑問的是，既然地方有權力者可以籠絡地方記者，為何還要

走向殺戮？本文認為，當公關化、侍從化成為地方記者的每日工作，

反映的是新聞工作者與地方有權力、地方官員一體兩面的關係。一方

面，當地方記者拒絕收賄時，會使得他們生命陷入險境。因為地方政

治人物或者地方有權力者，會為了阻止或避免新聞記者報導關於他們

的批評而殺害記者（Rosales, 2006）。另一方面，若是接受賄賂的記

者，就形同放棄了新聞自主的勞動條件，因為他們自此必須接受賄賂

者的擺佈。對於地方政治人物和地方政治家族而言，賄賂記者就是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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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記者只能報導正面訊息或者讓記者成為其打擊對手的工具，一旦曾

接受賄賂的記者不從、想離開這樣的關係，隨之而來就是威脅和暴力

攻擊（Tandoc, 2017, p. 115）。 

此外，在民主體制之下，競選已成為維繫地方家族權力的關鍵。

而菲律賓這個以現實主義政治（realpolitik）為主的國家，地方仍然會

出現政治競爭。若要贏得選舉，必要條件不僅必須是政治世家，同時

還必須擁有比對手更充足資源以及媒體曝光率。因此，媒體便常被工

具化，用來給予選戰對手快速、直接的打擊。然而，當政治是那樣高

度競爭且針鋒相對時，首當其衝的就是地方記者。因為地方記者所必

須面對的地方政治人物，常是如同軍閥一樣的勢力而存在，他們擁有

私人軍隊，警察也常成為共犯結構，政治人物會設法讓當地媒體在他

們的控制之下。因此，地方政治強人對於記者常會祭出 3G 的手段，

也就是槍（guns）、暴徒（goons）、黃金（gold），軟硬兼施的權力

也威脅、壓抑了新聞專業的實踐（Pertierra, 2012）。比如 

 
許多政客試圖在菲律賓人稱為「政治王朝」的基礎上，

將選舉團轉變為持久的家族資產。根深蒂固的有影響力的政

治家通常會努力將權力和地位傳給子女，實際上是在尋求將

自己贏得的公職轉變為家族的私人遺產（McCoy, 1993b, pp. 

24-25）。 

 
因此，在地方政治家族持續地以強力手段希望透過勝選來維繫家

庭王朝（Abinales & Amoroso, 2005, p. 235），這樣的情境使記者在地

方更具脆弱性。這些地方型的殺害記者層出不窮的出現，也突顯了中

央政府與地方政府實體之間的複雜關係。在國家不能完全統一的地

方，權力下放使地方權力合法化並得到加強，這也加劇了地方競爭。

中央政府出於政治現實，常常無法在整個國家領土上平等地行使其權

力。「當記者被殺害時，當地勢力至高無上，迫使中央政府在省級大

門口停下……記者被謀殺和殺害的情況就是如此（Aguilar Jr. et al., 

2014, p. 675）」。 

 
三、個案分析：瑪京達瑙大屠殺 

由地方菁英家族主導的政治王朝結構，導致了菲律賓地方形成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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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威權飛地的現象。地方的統治者，其統統治的省市類似公國，他們

在國家民主體制下得以制定自己的統治規則。這也體現了，民主中央

有時無力介入地方的窘境（Aguilar Jr. et al., 2014, p. 675）。如此反映

出的正是一種「弱中央民主-強地方威權」的菲律賓社會，這樣的社

會構成也更能解釋菲律賓在地記者持續因公遭殺害。在上述分析討論

基礎上，本節嘗試進一步以 2009 年於菲律賓南部發生的實際案例案

進行說明。 

2009 年菲律賓南部發生了全球史上最慘重的一次記者集體遭殺

害的死亡事件，由於發生地為菲律賓南部明答那峨島上的瑪京達瑙省

（Maguindanao province），又稱瑪京達瑙大屠殺。在該慘案中，總共

有 58 人慘遭殺害，其中包含 32 位的地方新聞工作人員。從事件起因

和過程可以發現，這即是一場涉及地方家族政治權力者，為了延續家

族自身權力所造成的謀殺事件。事件起因是當時瑪京達瑙省的政治家

族-安帕圖安家族（The Ampatuans），因為老省長任期屆滿，準備由

兒子帕圖安二世（Andal Ampatuan Jr.）接棒參選、延續家族在地方的

政治權力，然而卻受到另一個地方家族的政治人物-伊實馬爾．托

托．滿古達達圖（Esmael Toto Mangudadatu，簡稱托托）挑戰。事件

當天，記者團隨行採訪，因此跟著曼古達達圖的親友車隊，一同前往

行政機關準備送交競選文件。卻遭到安帕圖安家族，率領百位私人武

裝份子將車隊攔截，爾後一行人全慘遭屠殺（蘋果日報，2009 年 11

月 26 日）。 

而遭到殺害的記者，幾乎都是當地媒體的新聞工作者。菲律賓當

地媒體稱呼此案是最血腥的選舉暴力（bloodiest case of electoral 

violence），此案歷經十年又八個月。直到 2019 年 12 月 19 日才完成

第一次的判決，數十人被判有罪，其中被認為是此案犯罪首腦的安帕

圖安二世及其胞弟剎蒂‧安帕圖安（Zaldy Ampatuan）被判處四十年

徒刑且不得假釋。這場審判其實早在 2010 年 1 月就開始，審判過程

之中，證人指證安帕圖安家族早在 2009 年 7 月要謀劃這場屠殺，直

到發生都沒有被有效阻止（Philistar.com, 2019, December 19）。 

然而這場「有罪有罰」的案件，實際上得來不易，原因是當時的

省長安帕圖安一世是當時的總統艾若育（Maria Gloria Macapagal-

Arroyo）的政黨伙伴（基督教穆斯林民主力量黨）。屠殺事件爆發

後，艾若育先後用緊急命令和戒嚴令調派軍隊才得以掃蕩地方勢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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拘捕安帕圖安家族要角，因為安帕圖安一世在地方除了掌握行政權之

外，更擁龐大私人武裝部隊，以及跟菲律賓軍人一樣的武器裝備資

源。此案件因而被認為呈現中央與地方強人政治的複雜關係。（閻紀

宇，2019 年 12 月 20 日；Pedrosa, 2011, September 23） 

事實上，1986 年菲律賓爆發人民力量革命後，安帕圖安家族就

帶槍投靠新總統柯拉蓉的陣營，此後在中央政府的默許下，開始壟斷

地方的政治權力，同時掌控了地方資源、商機發展。另外藉由「協助

掃蕩穆斯林叛軍」的名義，其正式取得中央政府的授權，發展出了私

人武裝民兵。在政治上，安帕圖安家族也不斷替每一個當權總統張羅

選舉，並阻止地方上其他家族與其競爭。直到 2009 年曾與安帕圖安

家族同盟攜手的滿古達達圖家族（Mangudadatu），派出家族的政治

明星托托出馬競選 2010 年省長一職。此舉觸怒了老省長，在擔心兒

子無法順利接班的情況下，事前就不斷發黑函和直言恐嚇「敢登記參

選……我們就殺你全家」。事件當天，為了避免托托遭遇不測，因此

競選團隊改由托托的太太與妹妹代表前往登記參選，同時也邀請 32

名記者同行。然而一行人途中因遭遇警方檢查哨車隊被攔下，隨後被

武裝卡車攔下、全數擄走殺害（轉角國際，2019 年 12 月 19 日；

Pedrosa, 2011）。 

瑪京達腦大屠殺案調查延宕十年，遲遲未確定的兇手認罪或被判

刑，直到 2019 年底初次判決，得出的結果卻讓菲律賓人民、受害者

家屬仍然不能滿意，而這個事件背後則有其政治因素。菲律賓大學教

授 Tan（2012）指出，艾若育政府時期所創造的市民志願組織和私人

軍隊，使得安帕圖安家族在地方既是省長又更像是軍閥，讓地方政治

家族掌握個人軍隊，也使得中央政府相對脆弱、無能進行地方事務的

干涉，導致了慘劇發生。 

尤其是 1986 年以後，菲律賓雖然重新回到自由競爭的選舉以及

新聞自由的民主狀態，卻同時有幾項重要法案推動，更加強化地方政

治 家族 坐 大 的 條件 。1991 年菲 律 賓 通過 地 方 政 府法 案 （ Local 

Government Code）正式成立地方政府部門（local government units, 

LGUs），這個法案是菲律賓的去國家中心、強化地方自治的法案。

這項法案也帶來菲律賓社會兩個關鍵的改變，首先是中央權力下放，

委付地方政府部門更多責任，同時也給予地方政府更多社會、政治和

經濟的影響力。1992 年至 2003 年，地方政府部門所獲得的每年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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費，佔每年中央政府總預算 21%，是原來的兩倍（Aguilar Jr. et al., 

2014, p. 675）。 

2001 年菲律賓爆發第二次人民力量革命，當時的總統艾斯特拉

達（Joseph Estrada）被拉下台，讓時任副總統的艾若育順理成章繼任

總統，但在她上任後旋即遭受到艾斯特拉達的廣大支持者（貧苦民

眾）抗議，與此同時，反對者批判她與家族、親信利用政權貪污腐

敗。到了 2004 年，艾若育在爭議不斷下仍決定競選總統，過程中開

始動用國家機器龐大資源以及博取地方政治家族的支持。但最後結果

僅以微小的差距贏得大選。在這樣的背景下，艾若育更依賴地方盟友

（Abinales & Donna, 2005, pp. 277-284）。 

因此，艾若育當上總統後必須利用中央的行政權力、國家資源，

來滿足家族、裙帶關係的貪污腐敗。然而菲律賓自 1986 年後，就開

始面臨馬可仕時期遺留下來的龐大國家債務，到艾若育當選總統後，

其企圖兌現競選承諾，要建立一個強大的共和（strong republic），她

的新政是裁撤多餘的部門、打擊貪腐和鼓勵公務員提早退休，同時要

減少社會福利基金、縮減針對貧困地方所使用的社會發展計劃等。但

這些政策舉動，卻造成了國家與地方權力之間的分歧。最終，在公共

信任度下降和面對軍方叛變的威脅之下，為爭取執政合法性而奮鬥的

總統，更需要仰賴地方政治精英的支持（Abinales & Donna, 2005, pp. 

284-290）。 

仰賴地方的政權處境，不僅展現在經濟贊助、選票支持，還體現

在軍事權力的下放。艾若育在 2006 年發布的第 546 號行政命令，允

許地方官員部署武裝民兵作為菲律賓武裝部隊，以作為地方政府與叛

亂分子作戰的輔助力量。正是這一命令，使安帕圖安家族這類的地方

精英得合法建立私人軍隊。這項措施也說明了，權力從中央向地方精

英傾斜情況日益嚴重。就威權飛地的意涵上，原本是指民主中央在缺

乏治理能力的情況下，無法有效透過制度和權力來使得尚存在威權政

體的地方依循國家民主體制（Hughes et al., 2017; Hughes & Mireya, 

2017; Hughes & Vorobyeva, 2019）。然而菲律賓總統所發佈的第 546

號行政命令，則是合法授權的武裝私人部隊，使得地方更具有政治王

朝的意味，地方政治家族更能將「選區」當做是自己的「領土」。 

綜合上述，在弱中央民主—強地方威權的結構下，對菲律賓地方

政治家族而言，透過「選舉」當選職位，具有極大的吸引力。因為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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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將更為豐富。也是在這樣的社會背景和政治結構下，瑪京達瑙大屠

殺發生了，凸顯了原本就缺乏中央集權、治理能力的國家，無法有效

介入地方的權力運作。反映在本研究主題上，菲律賓地方記者遭殺害

事件之所以會持續不斷，來自於此一特定的國家社會結構。也就是與

地方政治家族傾力地保護、鞏固或擴大其政治權力和經濟利益有關。

因為這些地方權力所有者，往往是透過選舉贏得政府職位，進一步得

以運用民主的力量推動家族私人利益，一旦遭遇地方記者不順從、新

聞問責或者地方各自的記者競爭攻擊等現象發生，殺害記者的情事就

容易出現（Aguilar Jr. et al., 2014, p. 658）。 

 
四、小結 

綜合以上，1986 年以後菲律賓民主運作的情況呈現出，在民主

自由的體制框架下，地方權力遭到壟斷，地方權力也與國家機器平

行。透過選舉勝選而將公共資源私有化，使一些傳統家庭贏得了政治

與經濟資本，同時削弱了國家的資源及官僚機構運作的能力（McCoy, 

1993b）。 

由於政治制度和官僚主義受到地方王朝家庭的影響，國家的力量

被削弱了，使得菲律賓不僅是中央民主—地方威權的狀況，亦具有弱

國家—強地方的局面。另一方面，最有行政權力的總統與立法者——

參、眾議員，其選舉都需要透過地方選票累積還有來自家族企業的選

舉經費援助，這也使得家族政治成為構成了菲律賓形成「弱中央民主

vs. 強地方威權」的權力運作機制，也構成了 1986 年以後地方記者持

續因公遭殺害而未見國家民主機制介入改善的問題。 

因為，贏得選舉對於家族政治及利益的延續，具有高度的重要

性，而對於擔任各種職務的政客和許多其他可能引起公眾關注的人來

說，聲譽是主要的個人資本。一旦醜聞遭到曝光，聲譽可能會瞬間消

失，因此以人身攻擊或恐嚇來消除政治醜聞被揭發是最直接的補救措

施。這樣的邏輯就體現於，許多被殺害的記者身上。當記者企圖或已

經批評、報導了政治腐敗和犯罪問題，然後遭到殺害，那些地方政治

人物、政府官員就很可能是謀殺案的主謀（Lumbang,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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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結論 

菲律賓記者遭殺害作為一個社會現象及社會問題，過去受到菲律

賓學者的關注，亦有若干研究發表嘗試進行問題之研析。有菲律賓學

者嘗試釐清問題構成的原因，有透過專家訪談為基礎的經驗研究（如

Lumbang, 2009），抑或透過統計數字來釐清殺害記者背後的複雜因

素（如 Aguilar Jr. ed al., 2014），亦有學者直接將問題根源認定為是

因為有罪不罰的存在，而透過各種角度探討有罪不罰的原因和影響

（如 Arao, 2016; Diokno, 2012; Tan, 2012; Tolentino, 2012），部分研究

者 則 僅 針 對 特 定 新 聞 從 業 廣 播 人 員 遭 殺 害 進 行 研 究 （ Rosales, 

2006）。這些研究都點出菲律賓記者遭殺害作為一個現象、問題，並

提出可能的原因解釋。然而這些研究缺乏對造成問題的結構因素進行

有效探討，亦缺乏針對 1986 年以降有關菲律賓民主體制的結構問題

與記者遭殺害殺害現象，進行辯證與分析。因此，本文建立在前述研

究成果上，以長時間民主體制發展下的菲律賓作為個案（1986 至

2019 年），進一步提出更具脈絡性的研究問題，亦即「在憲法高度保

障新聞自由的社會條件下，為何菲律賓記者遭殺害的事件會持續不

斷？」，並以此探索構成這一矛盾現象的結構因素。 

針對這樣的研究問題，本文在經驗分析部分，透過蒐集有關個案

的各種統計數字，進行經驗層次上的事實釐清。進而再回到菲律賓的

社會脈絡，進行結構因素的探討。本文透過個案研究發現，菲律賓自

1986 年以後，確實持續出現記者遭殺害，且以地方記者遭殺害為最

多。此外，有罪不罰案件和有罪不罰指數亦居高不下，這樣的社會現

象，正呼應了如 CPJ 等國際組織對全球記者死亡的統計呈現，亦即在

民主國家之中，是以地方記者遭謀殺為主。進一步從既有研究論述，

能提供本文初步的理論性解釋，首先是以記者遭殺害地點進行解釋，

也就是因公遭謀殺的記者主要為地方型的記者，由此可以解釋為民主

國家內的民主發展不均，呈現中央民主—地方威權的結構所導致。其

次是時間面的解釋，針對記者經年持續的因公死亡，則跟有罪不罰的

情況有關。一方面因為民主社會在制度上存在著新聞問責的機制，但

犯罪者為了迴避新聞問責而殺害記者，以避免行政或司法機關的制

裁，與此同時，殺害記者的犯罪行為也很少被定罪。因此有罪不罰建

構出一個事實，也就是犯罪者更輕易以殺害記者來迴避新聞問責的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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措。 

然而本文認為，既有的國際統計之定義和歸類，將菲律賓定義為

民主體制，將之歸類為民主國家，不代表其社會運作真的符合理想上

的民主國家狀態。此外，利用中央民主與地方威權，以及有罪不罰等

既有的理論解釋，亦不足以有效說明菲律賓為何會出現：地方持續地

發生殺害記者的現象，而不見民主制度的應有介入或修正。因此本文

認為援引既有理論解釋恐是簡化的菲律賓記者持續遭殺害的問題成

因。亦即將問題簡化為是因為（地方）威權而不是民主造成了記者的

死亡，亦忽略了菲律賓的民主運作方式和特殊社會政治結構，並由此

建構出地方記者持續因公遭殺害卻未見司法和行政政策予以改善的問

題。因此，本文在第四節回到菲律賓社會脈絡進行分析發現，菲律賓

記者持續死亡的問題，不僅是中央民主—地方威權的社會結構下，與

此同時還跟弱中央-強地方的社會結構影響民主運作形式有關。而構

成這個具缺陷的民主體制問題，其結構根源正是地方家族政治、寡頭

政治所形成的地方政治王朝。 

此外，在這樣的政治結構下，不代表地方不會出現競選挑戰或對

立勢力，也因此造就了已競選到公職的家族王朝，會透過各種手段，

甚至不惜使用武裝暴力的方式，以捍衛其家族在地方的政治權力。進

一步，本文發現，這樣的社會結構不僅構成了記者與地方頭人的侍從

關係，或紅包新聞學等記者公關化的現象。當地方選舉一旦落入不同

家族間的「民主競逐」，新聞報導對於哪一方會贏得選舉也就具備關

鍵影響。因此當地方出現選舉競爭時，具有權力者就更容易強化對記

者的控制、籠絡或者暴力脅迫。此外，也不可否認，中央民主或憲法

保障的新聞自由，也會使得部分記者以第四權為職志，一旦具有這類

理想的記者來到任職地，不免遭遇到理想與現實的落差，若記者不察

或稍有不慎，就會面臨生命威脅。本文認為，這樣的現象正是暴露出

「菲式民主」的特殊運作方式，而既有研究所提出的「弱中央—強地

方」的研究發現，僅能部分說明菲律賓的情況。本研究發現，菲律賓

在國家層級，並非不鼓勵記者盡職扮演第四權角色，也非對於記者持

續死亡視而不見。但菲律賓做為民主國家，卻始終有一種由地方家族

王朝政治所驅動的「弱中央民主—強地方威權」的社會結構，造成了

地方記者持續遭到殺害的現象持續發生。 

另一方面，本文認為，菲律賓記者在商業為主導的媒體環境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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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乏足夠專業訓練，使其未能夠具備足夠能力，在危險環境一面保護

自身安全，同時完成新聞工作，這是商業結構所造成的問題之一；其

次，在地方層次，記者面臨低薪、專業訓練不足或勞動條件不佳等情

況，遠比在全國媒體任職的記者更甚。就地方層次的媒體產業類別

來，地方廣播業又因為其傳播風格與地方文化具備更高度的抵觸性，

使得地方廣播工作者死亡人數歷年來出現居高不下的情況。簡言之，

相較於全國媒體，地方媒體更難以提供有效的記者安全機制善盡保護

記者的組織文化，是問題之二。 

由此本文提出結論是，記者遭殺害不能僅單純將之視為媒體組織

內部的問題，因為一個社會問題會持續地發生，不見社會制度介入、

改善，必有其社會結構根源。換言之，自 1986 年民主體制強化後的

菲律賓，卻持續出現記者遭殺害的問題，正是體現出菲律賓的社會結

構與新聞工作環境交互作用，而產生的問題結構，這也使得菲律賓的

民主體制必須受到更具批判性的檢視。誠如國際組織或研究所提出的

倡議論述，當越多地方記者因公遭殺害且出現有罪不罰的現象，除了

使得謀殺記者成為有效的消音之外，更恐形成制度性壓抑新聞自由。

透過菲律賓個案研究，本研究發現，在菲律賓脈絡下則是呈現出，地

方記者持續遭殺害是持續強化菲律賓社會「所有政治都是地方（家

族）的」的結構問題，勢必也加劇菲律賓國家民主發展危機。 

整體而言，本研究係建立在既有的菲律賓相關研究與國際研究之

上，提出更具社會脈絡性、更為結構因素的解釋，以此說明菲律賓作

為民主國家如何及為何會持續發生記者遭殺害的矛盾現象。這樣的研

究成果亦具有幾項研究的意義：首先是研究取向的意義，過去記者安

全相關研究多利用統計數字探討變項關係，抑或透過質性資料進行論

述解釋。前者犯了去脈絡化解釋的問題，而後者缺乏對整體現象的有

效分析。本文以個案研究作為方法，透過各項統計資料描繪整體現

象，同時嘗試脈絡化地分析討論問題背後的社會構成，由此得以提

出，個案研究應該從冰冷與抽象的數字中，進入國家社會脈絡進行分

析討論，方能提出該社會問題「如何」與「為何」構成之有效解釋，

亦使相關議題之研究能有所累進； 

其次是研究分析菲律賓經驗，有助於反思臺灣社會的民主制度與

新聞專業發展關係。因為，本文研究結果說明了，民主與新聞專業不

是理所當然的正向發展關係。換言之，研究者得以瞭解民主制度的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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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不是理所當然地有利於新聞專業發展。相應的，民主發展也不總

是盡如人意的持續深化。研究記者安全，正是可以理解一個社會的民

主發展是否面臨倒退危機的重要課題（Gohdes & Carey, 2017; Riddick 

et al., 2008; Tandoc, 2017）。因此，對於關心民主與新聞專業發展關

係的研究者而言，菲律賓的研究案例恰恰說明了，現階段在臺灣研究

能量尚不足的記者安全研究，是未來值得持續投入的研究方向。 

最後是新聞實務面向的意義，發現問題如何及為何構成，是構思

改善社會問題的基礎。過去進行記者安全的研究，在實務改善建議

上，較多是聚焦於個體層次或媒體層次，包括提出記者安全的專業

化、提升組織記者安全訓練和設備等建議。然而就菲律賓個案而言，

本研究一方面發現記者長期遭殺害有其社會結構問題，建立在這個研

究發現上，本文認為雖然結構問題難以一時改善，但若能夠朝向更集

體的層次進行思考，將更能對症下藥。換言之，本文認為要打破記者

在民主國家持續遭受殺害，除了應持續提升記者和媒體安全專業外，

應該在更集體的層次，建立對抗的劣質結構的力量。初步建議包括：

首先是國境內的跨媒體層次，應該建立記者安全與專業的協作網絡，

以跨媒體平台或者聯合組織（如菲律賓記者安全協會），來推動國境

之內的記者安全制度及集體文化，同時構成壓力團體促使政府政策有

所對接；其次是區域內的跨國協作，透過與區域內（東南亞區域或東

亞區域）進行記者安全專業的知識網絡和實質，提升記者安全專業與

文化；第三是建立與國際組織的常態性合作關係，包括 IFJ、CPJ 或

者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定期的記者安全查核和統計，以及國際倡議，透

過國內、區域到國際合作，一方面能夠提升記者安全在記者團體內部

有關記者安全制度與文化，另一方面也能夠形成國際層次的集體力

量，促使個別國家提出更多政策或制度性回應，諸如可以倡議菲律賓

人權委員會、公民團體與記者專業團體的協作，讓菲律賓政府提出具

體的改善政策方針、對司法機構提出改善有罪不罰倡議與壓力等等。

這些都是透過建立集體力量與跨國合作機制來對於菲律賓內部結構問

題，形成問題指認、問題逐步改善的可能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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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釋 

1 CPJ 有罪不罰指數的計算方式是以「未解決對記者的謀殺案數

量，佔其國家人口的百分比」換算為有罪不罰指數，並以此來進

行排名。本表格資料來源，係統計 2008 年以來菲律賓有罪不罰指

數，資料來源包括 Getting Away with Murder 2008（April 30, 

2008）、Getting Away with Murder 2009（March 23, 2009）、

Getting Away with Murder 2010（April 20, 2010）、Getting Away 

with Murder 2011（June 1, 2011)、Getting Away with Murder 2012

（ April 17, 2012) 、 Getting Away with Murder 2013 （ May 2, 

2013）、Getting Away with Murder 2014（April 16, 2014）、

Getting Away with Murder 2015（October 8, 2015）、Getting Away 

with Murder 2016（October 27, 2016）、Getting Away with Murder 

2017 （ October 31, 2017 ） 、 Getting Away with Murder 2018

（October,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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